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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出台过程及版本研究∗

张 建 斌

　 　 内容摘要:奏折是君臣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,为国家治理的重要

环节,其形成过程受制于多方因素。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所上《均满汉以

策治安折》,从起草到上奏历经两年,期间几经改动,与政局变动有着密

切的关联,形成的不同版本侧重不一,反映出上奏者端方身份变更前后政

治决策与运作的调整。 中国史学会编《辛亥革命》收录的端方《请平满汉

畛域密折》广为学界引用,实际并未上陈。 该折撰稿人熊希龄随端方出

洋考察,期间暗中联络梁启超撰写考察团回京奏陈,亦受梁氏思想的影

响。 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皖案发

生,促使端方对此折做出大幅度修改,形成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上陈,
与袁世凯有着直接关系。 奏折这类文献的形成与出台是动态的过程,
将其放在时局赓衍中考察,每封奏陈都是一个“生命体”,构成研究的

对象。
关键词: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 　 端方　 熊希龄　 梁启超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五月二十六日,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

麟刺杀,这起突发事件对于预备立宪与清末朝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晚清

以降原本就日趋尖锐的满汉矛盾,突然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。 消弭革

命危机,时人一般寄托于立宪,而实行立宪的先导为平满汉畛域,即行立

宪可弭革命之祸,平满汉之界可成立宪之局。 满汉平权成为朝野极为关

注的话题、化解统治危局的关键,中央与地方对皖案引发的剧烈反响势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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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回应①。
时为两江总督的满人端方,于庚子之后迅速崛起,掌控江南财赋之

区,其意见颇具分量,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即在此情境下上奏。 这封奏

陈早在上年即已草成,但并未上陈,皖案促使端方重新修订该折,内容也

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 此折的酝酿与形成过程颇为复杂,为了应对错综多

变的晚清政局,地方督抚的认知与抉择在不断调适。 梁启超、熊希龄等维

新党人的参与②,更使此折蒙上一层神秘色彩。
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作为晚清政治运作的一个典型案例,从中亦可

折射出当时国家治理的信息渠道与行政特点。 一项举措的出台往往经过

系统的运作,制定政策的理路远比存留的条章文本更加生动丰富。 奏折

作为君臣互动最为直接的交际方式,肇始之初实具有隐秘性特征。 奏折

的形成与上奏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与“制作”程序,可借以追踪并梳理官

员在处理国家政务过程中的多维面相及其考量因素的立体图景,这有助

于更好地理解政治体制与时代特色;进而发见在专制政体下,臣僚上奏与

政治参与、政务程序、政局变动、人为动机息息相关。 固态与静止的历史

文本背后,隐藏着动态与人性的官僚政治。

一、清末的满汉关系及端方的认知

清末的满人排除出身的特殊标志及生而享有的特权,在思维方式、风
俗习惯以至娱乐嗜好上均与汉人越来越相似;但是满人为特权阶层,满汉

之别造成的政治差异并未削减。 而满洲内部也分化为无数的圈层,存在

各自的利益与团体,即所谓“近支排宗室,宗室排满,满排汉”③。 统治者

构建的满汉一家的迷梦不复存在,乾隆朝以来满人汉化的敏感问题④不

再是忌讳,成为朝野直面讨论的话题。 具体而言,清末的满汉关系呈现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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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种状态。
一是满汉渐趋融合,矛盾却日益凸显。 清朝自崛起至君临天下,八旗

兵分防各省,占据险要,满人不与汉人杂处联姻。 然而至清末已经二百多

年,满汉交互融合,即便代表立国精神的语言文字也渐被弃用,除了皇帝

典学尚知满语,其余自王公大臣以下已经很少使用,诸如八万件的端方档

案(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),未见一件满文档。 习俗日渐相近,成见却

鸿沟愈深。 至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,满汉倾轧日重,“内哄之局已成”,
时人感慨“软红尘中,讵可立足”①。 清廷不得不逐步调整民族政策,缓解

满汉之争形成的矛盾情绪。 官制上,尽量统一官员晋升办法,取消旗档,
计口授田。 军制上,逐渐淡化八旗,组建新军。 法制上,逐步废除满人特

权。 社会改良上,允许满汉通婚,提倡礼俗一致。 地方行政上,将东北纳

入内地行省体系,解除封禁。 虽然清廷为平满汉畛域作了诸多努力,但满

人的特权不可能遽然消失,实际上至清末一直存在,尤其是军权不轻易给

汉臣②,光绪末年的官制改革尚有夺袁世凯四镇兵权之事。 满汉融合、共
建国家的政治愿景与现实渐行渐远,旧的满汉关系及其社会结构已经不

能适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 满汉矛盾与冲突在舆论的加持下不断被放

大,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,从而危及统治秩序,随着满洲政权力量的衰弱

以及外交危机,反满就成为革命者动员民众的重要号召力。
二是清廷寄望平满汉畛域的改革,反而引发更为激烈的满汉矛盾。

光绪三十二年的中央官制改革,原以为会在官制层面实现不分满汉,结果

却不能令人满意,时人诘问:“预备立宪,其预备第二次新旧、满汉之大冲

突乎?”③立宪打出的是满汉不分的旗号,实况却是别一番景象,中央各部

及将军督抚,“仍然重用满人,且满人势力有日益膨胀之象,汉人中之不

平者甚多”,报界不无忧虑地评论称“恐非国家之福”④。 果不其然,一年

后,就发生了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,满汉矛盾成为朝野不得不直面的棘手

问题。
满汉之间的鸿沟到底有多深,当政者缺乏清晰的认知;但其后果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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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连不断的革命者打着反满的旗号起事。 朝野对于这种维持了两百年的

民族关系有着不祥的预感,报界预言“恐满与汉之同化尚无期,而汉与满

之竞争且日烈。 暨乎阋墙不已,外侮交乘,中国之亡将不亡于国力之衰

弱,而亡于意见之不融矣”①。 军机大臣瞿鸿禨的门生张美翊称,“惟满汉

之界,新旧之界,如不一扫刮绝去,则动滋疑忌,百无一成”②,看来满汉畛

域不平,将会影响通盘政务。 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叹清室之将亡,“谓亲贵

掌权,违背祖训,迁流所及,人民涂炭,甚愿予不及见之耳”③。 满汉平权

可以弭革命之祸,成立宪之局,关系到政治稳定与统治根基;满汉竞争与

倾轧却普遍存在,即“有形之满汉虽除,而无形之满汉仍在”④,满汉成见

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。
两江总督端方作为满人地方大员,较早注意到满汉矛盾引发的一系

列不良后果,清末新政初期曾上《筹议变通政治折》,称“民旗杂居,耕作

与共,婚嫁相联,可融满汉畛域之见”⑤。 湖北为官期间,“使荆鄂操防,畛
域不分,联为一气,化满汉之见,开风气之先”,并称“倘各省疆臣闻风兴

起,俾驻防旗兵均能援照办理,数十年之积弱可转为自强之国,非独旗营

之幸,亦即天下之幸”⑥,显示其人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眼光与见识。 作

为满人官员,端方关注本民族的生计与存亡,就不得不重视与政权统治紧

密相关的满汉关系。 这在他与军机大臣铁良的通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,
“现在革命排满之说布遍天下,种族之祸近在眉睫,非兴旗学,何以救

亡”。 端方曾动用私人关系,为梁鼎芬担任学部侍郎向铁良请托,“节庵

(梁鼎芬)热心教育,忠爱拳拳,若今专司学务,必能为旗籍尽力筹谋。 命

脉所关,惟望公坚持前议”,原因就在于梁氏在湖北兴办旗学,而兴旗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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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避免“种族之祸”①。
光绪三十二年,端方出洋考察归来,拟上陈随员熊希龄代拟的《请平

满汉畛域密折》,折中指出革命与种族矛盾有着极大的关联,满汉之见是

“中国新政莫大之障碍,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险”②,体现端方处理满汉关

系的政治取向。 这篇奏折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《辛亥革命》一书,影响甚

广,学界多有引用;但也有学者存在疑惑,称“端方此折上后,未见清廷有

任何反应”③。 事实上,该折并未上奏,自然无从反应;而该折的形成与上

奏过程复杂,版本丰富,又与清廷的政治形势变化有关。

二、出洋考察及熊希龄起草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

光绪三十一年,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,筹备立宪,考察团回国后提

供的奏陈,直接影响了清朝最后几年的政治改革方向。 起草者自上陈之

日起就有各种传言,多指向逃亡海外的梁启超,一些研究已说明与梁联络

的是随同出洋的熊希龄④。 但具体如何运作,则因戊戌政变后遭革职在

乡的熊希龄史料有限,尚未明晰;且熊氏不但与海外立宪派联系,本人亦

草拟了一些折稿,其中就包括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。 这起隐秘事件要梳

理清楚,还得依靠端方档案。
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,清政府颁布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上谕,

“特简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、端方等,随带人员,分赴东西洋各国,考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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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》,徐洪兴等主编:《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》,复旦大学出

版社,2009 年,第 207—218 页;夏晓虹:《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》,《梁启超:在政

治与学术之间》,第 17—77 页。



切政治,以期择善而从”①。 此次出洋考察规模远超他次,随同人员 37
名,来自京中各衙门以及各直省,由中央大员、各地督抚保举。 端方使团

随从大部分都是其亲信,各员肩负不同职责,其中熊希龄的使命特殊。 熊

希龄,字秉三,出生于湖南凤凰县,14 岁中举,被誉为湘西“神童”。 光绪

二十年中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 甲午战争失败后,维新变法兴起,熊希

龄参与其中,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赏识,延请到湘,兴办时务学堂,期间结

识了梁启超,成为挚友。
端方与熊希龄的早期交际尚不可考,可以肯定的是双方一直有联系,

且有密电本,代号是“彪”②,可知关系不一般。 日俄战争爆发时,东北多

棘手事务,盛京将军赵尔巽与端方交际频仍,亟需得力人手。 端方就推荐

了熊希龄前往,由赵尔巽奏调开复委用,得到清廷允准③,但熊氏并未立

即去奉天,而是继续在湖南协助端方处理政务。 当端方事先探知出洋考

察的内情,最先想到的人就是熊希龄,竭力促成熊氏一同出访。 先是给熊

希龄安排临时差使,保举为驻沪总办铜元转运④;然后又嘱咐他赶紧由常

德赴长沙,否则自己就要北上⑤,并相约在芦林潭等候,如果错过碰面,则
改在上海见面⑥。 二人是否按计划碰面,未见记述。 不过端方到京后即

奏调熊希龄一同出使,让其早日筹备入京⑦。
赵尔巽显然比端方更需要这位湘西才子的帮助,但耐不住端方恳请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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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端方致黄忠浩电》,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019-0006。
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019-0056。
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三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019-0062。
《熊希龄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2 -
000126-0075。
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六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104-0071。



“出洋机会难得,此次一失,终身恐将无望,殊堪惋惜,能否恳恩给假数月

再往”,并答应“归时赴尊调”①。 不难看出,端方在出洋考察随员的选拔

中,为熊希龄投入了很多精力,表现得极度热心,这是其他随员不能比拟

的。 这其中自然有私人交情,但更为重要的当是端方有要事委托熊氏。
熊希龄担负的要事就是联络人员撰写使团考察报告及相关文书。 本

来此事颇为隐秘,不想多年后熊希龄求助的早稻田大学有贺长雄教授将

此段往事刊登在报刊上,称“明治三十九年四五月之交,派赴英国之考察

宪政大臣端方,遣从事某(其人现尚居民国政府之要地)如日本”,通过驻

日公使杨枢委托其起草考察报告,“遂竭二星期之力为之起草,而旅居日

本之清国留学生某等,穷日夜以翻译之,书成以授端方之使者赍归”。 经

学人考证,有贺长雄所著之书即《欧美政治要义》。 有贺长雄还提供了一

封八月二十三日端方的致谢电,称“熊参赞希龄自东京归,备述盛情赞

助,编纂精详”,并说“此次回国贡论于朝,幸蒙采纳”,看来熊希龄在日本

为考察团筹备复命文书确有其事②。
除了有贺长雄,熊希龄到日本后同时运作梁启超撰写立宪折及其他

文书。 不仅如此,熊还利用两湖的地缘关系,广泛联系同乡,时宋教仁在

日本,其日记记载了两湖士人戢翼翚、杨毓麟等人围绕考察团译书诸事在

日本的串联活动③。 考察团向清廷要员委托办理政务之事,当时并非密

不透风,革命派所办的《民报》称“去年端方到日本,梁启超对他上条陈,
端方回北京,很用他几句话”,“梁启超曾为端方办差,康有为亦与彼辈通

信”④;梁也自称总计为清廷起草了“凡二十万言内外”⑤。 因此针对考察

团奏陈的作者及幕后推手,自清廷公布预备立宪之日起,均指向梁启超。

891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端方致赵尔巽电》,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
000104-0090。 《端方致赵尔巽电》,无朝年,端方档案,档号:27-01-003-000113-
0026。
莫御(译并题):《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》,《言治》1913 年第 1 期,第 154—155 页。
相关研究参见孙宏云:《清末预备立宪中的外方因素:有贺长雄一脉》,《历史研究》
2013 年第 5 期,第 99—115 页。
宋教仁:《宋教仁日记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0 年,第 189 页。
楚元王:《论立宪党》,《民报》1907 年增刊,第 134 页。 军政府:《谕保皇会檄》,《民

报》1907 年增刊,第 112 页。
转引自丁文江、赵丰田编: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3 年,第 353
页。



端、梁未曾谋面,中间人即为熊希龄,梁氏曾多次在信中提及代拟折

稿事,并写给端方一封密信,“秉三东来,以尊命委嘱各件,谨已蒇事,想
早达记室”①,想必熊、梁亦交流过满汉平权。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梁启

超代拟的几封奏陈底稿,经考证系为考察团而作,其中有《上端方书》一

篇,内容探讨满汉关系,应对熊起草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有所影响②(下

文详述)。 考察团回国后,熊希龄将拟好的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交给端

方,以期推动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,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此折被搁置,并未

上陈。 次年,徐锡麟刺杀恩铭的皖案发生,平满汉畛域舆论甚嚣尘上,端
方着手将上年即拟定的奏折修订上奏。

三、皖案发生与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的上陈

即使舆论道出了满汉芥蒂的危害,对于当政者与朝臣而言,往往视作

行政之常事,并未予以充足的重视;但是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

日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、满臣恩铭的事件,“具象化”了他们对

满汉矛盾的认知。 徐锡麟被捕后称“杀尽满人,自然汉人强盛”③,激烈的

言论显示出反满已成为革命的特旨之一。 满汉矛盾易为革命所利用,主
要原因在于满族统治是一种融合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社会制度并渗透到

社会各角落的缜密结构。 反满能够引发强烈的反馈,为广大民众所接受,
由此引发各界满汉平权的大讨论也就顺理成章。

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,皖案发生的第二天,兼任总司核定官制大

臣的奕劻就奏陈了编制局拟好的外省改革官制方案。 融合满汉为实行立

宪的先导,立宪之先为官制改革,或许在朝臣看来,官制改革阻力重重,一
度暂停,此时正是推行外官改制的契机。 直隶总督袁世凯(上年参与官

制改革)认为,“立宪诏闻因皖案仓卒为之,用邸(奕劻)主持,恐无真补救

思也,我辈正可应诏条陈,切实书言,或有小益”④,显然要借皖案有所条

陈,内容包含立宪与满汉平权诸事。
皖案发生后,满臣风声鹤唳,人人自危。 六月初一日,袁世凯致端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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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:《上端方书》,转引自夏晓虹:《梁启超: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,第 60 页。
夏晓虹:《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》,《梁启超: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,第 43 页。
陶成章:《浙案纪略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辛亥革命》第 3 册,第 80 页。
《袁世凯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- 01- 002-
000252-0022。



密电,称“我弟居心仁厚,断无恶报,但不可不加慎耳”,并劝端方,“弟主

融见,人所共知,逆党忌弟才,故为借口煽惑,似可将满汉相猜、渔人得利

各节剀切疏通”
 

①,说明此前两人曾就满汉问题有过交流,故建议借机上

陈利害。 次日端方回电称“化除满汉猜疑为救亡第一要著,当即痛切上

陈。 至实行立宪,更以化除满汉为急务,若仍徒饰观听,何以取信天下。
去年既已失机,此时尤不可再误”②。 电文称“去年既已失机”,可知光绪

三十二年就曾准备平满汉畛域的建言。 端方知袁正酝酿有关满汉的奏

陈,请他“先示大意,俾有所循”,准备联衔上奏。 袁世凯告知拟上折陈述

“昭大信、量用才、公赏罚、振国势、化满汉、正人心、设内阁、设资政院、办
自治、普教育”③等条款。 端方结盟北洋,称“所欲言者均不能越此数端,将
来或即由公主稿,合疏上陈,此外添上菊(徐世昌)、尧(岑春蓂),似较有

力”④。 袁则认为此次上奏牵涉较多,“系密陈,颇伤大众”,未便会奏,“仍
以遵旨各自条陈为妥,融化满汉,公单奏必可详画”⑤,建议端方单独上奏。

经与袁世凯商讨后,六月初八日,端方致电熊希龄,将上年“化除满

汉折稿立传缮发,请速改妥寄还”⑥。 “化除满汉折稿” 即收入《辛亥革

命》一书中的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,“寄还”说明此折在熊希龄手里。 熊

希龄两天后回电称,“折稿删定即寄呈”,不过对于此时上折尚存疑虑,提
议“此事似须先商政府再缮发,倘留中,此后更难实行”⑦。 电文中提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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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袁世凯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2 -
000252-0022。
《端方致袁世凯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,端方档案,档号:

 

27 - 01 - 001 -

000154-0008。 按,此电无时间,文中有“巡江事化,好极”一句。 袁世凯六月初二

日曾谈及岑春煊请托巡江一事(《袁世凯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,端
方档案,档号:27-01-002-000252-0025),推测端电也在同日。
《袁世凯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三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2 -
000172-0014。
《端方致袁世凯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-01-001-000157-
0017。 此电无朝年,据文内“江”电及“歌”电推断。
《袁世凯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日,端方档案,档号:

 

27 - 01 - 002 -
000252-0027。
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124-0116-1。
《熊希龄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2 -
000172-0011。



“政府”,笔者认为应是指军机大臣奕劻,为保险起见,熊希龄建议先听取

中枢的意见再有所举动,否则留中,一切辛劳将付诸东流。 此间,熊希龄

还负责起草币制改革方案事,被端方派往天津与袁世凯相商,结果耽搁了

折稿的修改①。 六月十五、十七日,端方两次发电催促,“化除满汉折稿请

即改定寄宁,立待缮发”②,看来十分着急,并告知“已电慰帅(袁世凯),
各自具奏,不复联衔”③,想来熊希龄也与袁世凯探讨过此事。

六月十九日,袁世凯上《密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谨陈管见十条》,
其中第四条为 “ 满汉必须融化”,提出 “ 整饬内政,因时制宜,不分满

汉”④。 大理寺少卿刘仲鲁曾随同端方出洋,深知上年平满汉畛域一折内

情,或许初衷是为了声援北洋,指出袁氏“立宪十条,词甚悚切”,又提出

“去年我公平满汉疏稿趁此润色早上,以维大局,而杜异喙,定有效力”⑤。
此外一封来自京城的密信,代号“陶” (为端方京府中的密电本代码),亦
建议“去岁满汉折似可改削缮递”⑥。 看来上陈平满汉畛域折的时机已经

成熟,于是端方回复刘仲鲁等人,“即当入奏”⑦。
端方办事机敏且沉稳,即使多人建言速上奏陈,作为多年驰骋官场的

老手,还是要继续观察各方动态。 先是致电在京密探将袁世凯所上《密

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谨陈管见十条》抄寄,以便参考;同时得知湖北按

察使梁鼎芬也将奏陈化除满汉事,且梁称“冰(张之洞)有电来,必当极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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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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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124-0117-2、27-01-001-000124-0121-1。
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124-0119-1。
《端方致熊希龄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
000124-0121。
骆宝善、刘路生主编:《袁世凯全集》第 16 卷,河南大学出版社,2012 年,第 338 页。
按,袁氏此折内容激烈,暗斥抱有满汉成见的铁良等人。
《刘仲鲁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2 -

000172-0008。
《北京某致端方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2 -
000172-0009。
《端方致刘仲鲁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三日,端方档案,档号:27 - 01 - 001 -
000124-0122-3。 《端方致北京陶转正闇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,端方档

案,档号:27-01-001-000160-0155。



赞成,联衔入告”①,对端方来说,进一步观察局势就显得尤为必要。 虽然

最终张之洞并未联衔,但在六月三十日致电军机处,“仰恳圣明特颁谕

旨,布告天下,化除满汉畛域,令内外各衙门详议切实办法,迅速奏请,核
定施行”②。 在各方的呼吁下,七月初二日,清廷颁布慈禧太后懿旨,称
“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,着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,将切实办法妥

议具奏,即予施行”③。 对于满族统治者而言,无非是要借助满汉平权的

讨论,在形式上改善或者修缮满汉关系,缓和统治危机。 而端方此时上

折,性质就变了,成为遵旨例行的公事,而非冒然建言,同时还排除了声援

袁世凯的嫌疑。
此间的高层人员更动值得注意,平满汉畛域懿旨下发当日,湖广总督

张之洞内召,两广总督岑春煊被黜,林绍年出军机,由上年官制改革引发

的丁未政潮有联动的中央人事调动渐趋明了,端方再无顾忌。 此后,大小

臣工纷纷上疏献策,在众多奏折中夹有一封来自两江的奏陈,落款为七月

初五日。 需要指出的是,端方这篇稿件自上年草拟,此年又经熊希龄修

订,期间还请幕府人员修改,郑孝胥记述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“午

帅示折稿《请化除满汉界限》,以除满缺、废驻防为言,使余润色之。 细视

原稿,无可增意”④。 端方上奏的时间掌控、内容修订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

的,其中与北洋袁世凯的交流尤其值得关注,南北洋联合的意向甚为明显。

四、各版本平满汉畛域折比较分析

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及其相关奏陈,按照形成的时间顺序呈现不同

的版本。 《辛亥革命》一书中收录的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 (以下简称“密

折”),落款为“光绪卅二年七月匋斋折稿”⑤,为最初版本,代拟者是熊希

龄,但并未上陈,原件由新会陈氏收藏。 目前尚无从考证新会陈氏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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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端方致梁鼎芬电》,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,端方档案,档号:
 

27 - 01 - 001 -
000124-0119。
虞和平主编: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 25 册,大象出版社,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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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方: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辛亥革命》第 4 册,第 47 页。



人。 梁启超为广东新会人,这封奏折是否与其有关,亦待考。 《端忠敏公

奏稿》收录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①(以下简称“治安折”),与现藏于中国

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内容相同(录副奏折为残件,缺开篇

部分),上折时间是七月初五日②。 熊希龄著《明志阁遗著》中收录《代拟

化除满汉畛域折》(以下简称“代拟折”),折中有“前年车站炸弹遇险,本
年安徽徐匪刺杀抚臣两案”③,可知起草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皖案发生之

后,“代拟折”的底稿为“密折”,二者文本重复率很高。 此外,皖案发生

后,熊希龄于八月初八日上《为化除满汉畛域尽陈管见事呈文》 (以下简

称“呈文”),即是对慈禧太后懿旨的回应,同时对端方所上“治安折”提出

了不同意见④。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梁启超《上端方书》,经考证,撰写时间

为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至六月中旬之间,“密折(即《请平满汉畛域密

折》)虽不敢原话照搬,但稍加变通”⑤。 《上端方书》与端、熊各折亦有一

定思想关联,下面一并列入考查。
“密折”与“治安折”。 两折多有重复内容,主要集中于借用国外各国

民族矛盾论证平满汉畛域的紧迫性,诸如“密折”中说“挪威与瑞典原为

一国,以两族积不相下,去年秋冬间挪威脱而自立”⑥。 “治安折”则表述

为“那威与瑞典原为一国,以两族积不相能,比利时、那威先后脱而自

立”⑦。 “治安折”保留“密折” 这部分内容应与端方出洋经历有密切关

联,借助外来信息更符合曾为出洋大臣的身份与视角。 此外,两折在讨论

解决旗民生计的环节尚有零星重合文字,但具体阐述则文辞变动较多。
可以肯定的是,“治安折”参照了“密折”,并以此为底本修改而成。 两者

的不同点主要在于:一是“密折”依据端方出洋考察见闻,准备主动对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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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端方:《端忠敏公奏稿》卷八,沈云龙主编: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十辑第 94 号,第
1067 页。
《两江总督端方折》,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

(以下简称“录副奏折”),档号:03-9287-025。
熊希龄:《明志阁遗著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5 年,第 165 页。
《熊希龄为化除满汉畛域尽陈管见事呈文》,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,录副奏折,
档号:03-9289-008。 下引呈文均出此,不再出注。
夏晓虹:《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》,《梁启超: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,第 41 页。
端方: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辛亥革命》第 4 册,第 39—40 页。
端方:《端忠敏公奏稿》卷八,沈云龙主编: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十辑第 94 号,第
1072 页。



汉问题有所建言;“治安折”则是根据清廷七月初二日懿旨,各抒己见,属
于被动回复。 二是“密折”的侧重点在于推动立宪,施行官制改革以消弭

革命,其次才是撤各省驻防,解决旗民生计;“治安折”对于旗民生计的陈

述更为详尽,在“密折”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缜密的策略。 这与端方职务

变更有关,“密折”起草之际,端方为出洋考察大臣,首要政治任务是考察

各国立宪。 光绪三十二年下半年端方调任两江总督,由于以八旗制度为

基础的满洲统治是一整套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等各方面内容的结

构性制度,因此端方探讨满汉平权问题要涉及的范畴极其广泛,并不拘泥

于满汉矛盾,满人生计自然成为重要的考虑对象。
“密折”与“代拟折”。 两折的撰写者都是熊希龄,时间分别是光绪三

十二年、三十三年,文字有大段重复。 如“密折”开篇列举各国内讧时指

出,“内讧之原因不一端,而以种族之异同为最。 苟一国之中有两民族以

上,各怀畛域”①,“代拟折”一字未改②。 “代拟折”主要在“密折”基础上

做了一些删减,如“密折”重点陈述的改革官制问题,至“代拟折”起草时

已经推行,故不必重复上陈。 此外,“代拟折”删除了“密折”中提及的消

弭革命、推行“严峻之法之难行”的三点建议。 概而言之,“代拟折”并未

突破“密折”的议论范畴,后由熊希龄修改,端方又派人作了大幅度改动,
增补了关于旗民生计的四条建议,形成“治安折”。 蹊跷的是,“代拟折”
中有“又闻□□孙文演说”一句,在“密折”中则是“又闻逆贼孙文演说”,
耐人寻味。

“代拟折”与“呈文”。 两折作者均为熊希龄。 熊撰写的“代拟折”经

端方幕府修改,提出四点针对旗民生计的建议上奏,即“治安折”。 而熊

氏“呈文”对端方“治安折”所议旗民生计建言提出了不同意见,虽未明确

提及端方所上奏陈,也显然是针对“治安折”而发。 首先,对“治安折”提出

的裁撤旗丁、给予恩饷一条,熊认为库藏支绌,十倍发给旗民恩饷使自谋生

计之法不可行,难筹此巨款。 其次,“治安折”提出发放债券集资,熊氏认为

自昭信股票后,政府失信于民,债券不能济急。 再次,熊氏对“治安折”中移

民屯垦之法予以否定,认为此举为仿效日本北海道及美移民墨西哥之例,
从前盛京将军富俊、伊犁将军松筠亦施行,结果并无大效。 最后,针对“治
安折”所言裁撤京旗,熊认为旗丁不懂贸易,难以自立,生计难上加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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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方: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辛亥革命》第 4 册,第 39 页。
熊希龄:《明志阁遗著》,第 162 页。



熊希龄何以对端方所上“治安折”存有成见,或与其政治理念转变有

关。 他本来追随端方出洋考察,联合海外立宪派,以期推动预备立宪。 结

果经过层层修改的预备立宪折,内容有了较大的出入,甚至改变了宗旨。
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梁启超的代拟稿,但从官制改革方案公布后梁氏一派

的评论来看,对清廷方案深表不满。 如梁启超在其主办的《新民丛报》上

发文称,“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,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。 夷考其

实,无一如其所言”①;康梁一派的徐佛苏对官制改革大发感慨,致信梁启

超称,“公一腔热血,空洒云天,诚伤心事也”②。 看来由清廷主导的预备

立宪并未完全得到在野士人的认可。 由此观之,熊希龄原本寄望出洋考

察推动立宪,结果却与其设想和理念相出入,这或许激发他单独上折奏

陈,反驳端方有关旗民生计的策略,提出设工厂、建立民族平权之法、外交

之用三条建议。
梁启超《上端方书》与熊希龄代拟各折。 端方考察团东渡日本,暗中

派熊希龄与梁启超接洽,起草预备立宪折及相关文书,双方有所交流。 梁

启超《上端方书》讨论了满汉平权,称“纵观古今万国,未有内讧不息,而
内治能修者;亦未有内治不修,而国本能立者”,建议回国后就此问题上

陈两宫,消除内讧,“为今之计,立宪改官制,乃至各种改革,犹可缓图;惟
消息内讧,为独一无二之急务。 消息内讧,必须从满汉两方面同时著

手”。 在梁启超看来,平满汉内讧为第一急务,比立宪更为紧要。 梁启超

提出解决满汉关系的肯綮在于“裁满汉缺分名目”和“撤驻防”两点,“两

者实为此著下手之方”③,应是影响到熊希龄。 观熊希龄所拟“密折”,对
于解决满汉平权给出的对策,一为“改革官制”“不分满汉”,一为“将各省

驻防一律裁撤也”④,与梁氏所言极为吻合。 如此看来,梁、熊在东京确实

有联系,并对满汉平权问题有所交流。
海外立宪派以熊希龄为中介,将理念传导至要员端方,促使其上奏推

行立宪,双方均以平满汉畛域为抓手,以期消弭革命,从中亦可见官僚立

宪派与民间立宪派的联结,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推动清末预备立宪

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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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:《现政府与革命党》,《新民丛报》1906 年第 89 号,第 28 页。
转引自丁文江、赵丰田编: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,第 368 页。
转引自夏晓虹:《梁启超: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,第 60、62 页。
熊希龄:《明志阁遗著》,第 165、166 页。



五、结语

奏折创立之初本是君主为了汇集地方信息以供决策,营造与外部官

员联系的桥梁,由此扩展政务并加强决策权。 地方官员对奏陈自然小心

谨慎,视之为极其重要的考核与表忠渠道。 奏陈蕴含着表面政务书写与

背后政治运作的双重逻辑,基于此形成的每封奏折都有其生命历程,其生

成过程与时局变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体现出静态文本与动态政局的相

互纠结。 由此观之,史学不仅是史料学,文献史料亦是史学。
新政、立宪、革命交织的晚清政局,新旧、满汉、中西为各方关注的重

要话题,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的出台过程正反映了此一时段地方督抚对

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认知。 平满汉畛域是为了调和新旧,进而满足来自西

方、嫁接于中国本土的政体改革需要。 选择新瓶装旧酒的折衷方案,抑或

是重建新体制,旧制度与新政策的嫁接攸关统治根基,地方督抚对于调整

满汉关系的建言慎之又慎,这在本文所考查的端方上折过程中体现得尤

为明显。 由此形成的奏折,代表并融合了多方意见,各版本的奏陈重心亦

随时势的变更而不同。 单纯依靠最终所呈文本,会遮蔽奏折形成过程的

复杂性与文字表里的丰富性,相信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》并非个案。

附记:感谢各位师友和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建斌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。 研究方向:晚

清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国家治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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